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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考察与君臣关系
———以明代京察自陈疏为中心的探讨

余劲东

( 香港理工大学 中国文化学系，中国 香港 999077)

摘 要:按明制，每六年对南、北两京文官进行一次全体考察，谓之“京察”。在京察中，为体现对四品以上高
级官员的优待而赋予他们自陈求去的特权。以京察自陈制度运行中的重要文本京察自陈疏为研究载体，通过对
自陈疏特点、书写方式以及上呈下达过程的研究，能够呈现出该制度的动态运作流程。从对明代京官考察决策
依据和决策过程的探析中，可以看出明代京察自陈制度虽未较好实现裁汰不职官员的初衷，但作为信息沟通渠

道在维系君臣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该制度得以在明、清两朝稳定运作数百年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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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察，是明王朝对南、北两京文官进行定期考
察的政治制度。虽然带有京察性质的京官考课在
明代前期已经断断续续的施行，但直至弘治年间

才正式确立“六年一察”的京察制度，并沿用至明
亡。京察时，因官员品级不同，考察具体方式也有
差异:五品以下中低级官员由吏部和都察院共同

考察;四品以上高级官员则通过自陈的方式来完

成考察。所谓自陈，是指官员向皇帝进呈自陈疏，
在自陈疏中表达自己过去在京官任上的种种不

足，请求皇帝给予罢黜，并由皇帝决定其去留。不
难看出，明代京察自陈制度的运作流程实际也是

京察自陈疏上呈与下达的过程。因此，以京察自
陈疏作为研究载体，无疑更能反映出明廷对四品

以上高级京官的考察决策依据和决策过程。
过往学者在进行明代京察制度相关研究时，

已经广泛注意到自陈制度的存在，几乎所有明代

政治史通论性专著都对这一问题略有涉及。①但
前贤时彦往往偏重于从较为静态的层面、结合行
政法典的规定对该制度加以释读，并未对该制度

的具体运作情形进行深入探讨。而作为京察制度
的文本载体，至今仅有薛刚对清代的京察自陈疏

给予过格外关注，②对明代则罕有相关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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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不相同。

12



成果;尽管“清承明制”几为史家共识，然而因为
明、清两朝在社会、政治等层面仍存在诸多差异，
单纯“以清律明”未免有失偏颇。此外，楼劲在论
及明代文官制度时指出: “明代对大多数京官的
考察完全是在文档簿册的往复勘核中完

成”［1］( P363) ，这一说法无疑很有见地，但对考察文
书“往复勘核”具体流程的关注则付之阙如。有
鉴于过往研究的疏略以及本选题的研究价值，笔

者试图从考察文书的运作流程这一前人较少着眼

的角度，对明代文官京察自陈制度进行研究。
明代京察自陈疏的总规模至少超过三千篇，

做出这一推断基于以下考虑: 明代有详细记录的

京察超过三十次，每次京察时四品以上的官员两

京合计一般超过百人，而每人必定进呈自陈疏一

本，否则便会受到言官的纠劾。尽管因年代久远
及官员著述时的主观因素影响，导致流传至今的

自陈疏文本数量不复当年规模，但笔者仍可得见

百余篇京察自陈疏之原文:在时间上，从自陈制度

确立不久的正德十年 ( 1509 ) 至明朝即将灭亡的
崇祯八年( 1635) 的自陈疏都有涉及;从官员品级
上，涵盖了自正一品至从四品的京官;在官员职位

上，囊括了自内阁辅臣至应天府尹等绝大多数京

官职位。虽然笔者所见自陈疏仅占明代京察自陈
文本中的较小比例，但其代表性却毫不逊色。
但问题在于:京察自陈疏的实质是官员违心

表示“认罪伏法”的文字，这种言不由衷的文字通
常是难于示人的，为何还会有官员将其收入到个

人文集之中? 京察的目的在于“汰官邪，警有
位”［2］( P258) ，然而与低级京官屡被罢斥的形势不
同，高级京官鲜有因京察黜落的记录，这项以淘汰

官员为目的的制度，为何极难发挥作用? 一项制

度既然不能发挥预期作用，又为何长期存在? 以

上种种，皆是本文意欲探究的内容。
一、京察自陈疏的起源及特点
如前所述，京察自陈疏是明代京察自陈制度

的产物。对京官的考察虽在明前期断断续续有所
施行，却一直没有形成固定制度，对考察的具体方

式也没有明确规定。是以在明代建立后的较长时
间内，都没有官员因京察而自陈的先例。
明代京察自陈的最早记录起自成化四年

( 1468) ，是年九月“彗星昏见西南方”［3］( P1756)。当
时的言官将这一天象异动归因于朝政阙失，并上

疏要求对京官进行考察以回应天谴，其中便提出

“两京大臣，许令自陈休致”的建议。［3］( P1756) 虽然

明宪宗对此建议予以采纳并当即施行，但京察自

陈并没有成为固定的制度予以保留，对“大臣”概
念的界定也并未明确。弘治十年 ( 1497 ) 二月，
“吏部以考察京官，请会同都察院如例考察在京
五品以下官……上从之。又以御史郑惟恒等奏，
欲兼考大臣，请通行两京四品以上官，令自陈。上
曰:‘两京堂上官不必自陈’”［4］( P3532)。可见直至
弘治年间，京察自陈仍不是固定程式。正德四年
( 1509) 时，才于京察诏书中明确规定:“堂上官四
品以上，令自陈。”［5］( P1641) 自此，四品以上京官于
京察时自陈才成为制度，并一直沿用至明末。
作为京察制度的文本载体，京察自陈疏的最

大特点在于极为务虚，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体例虚。几乎所有官员的京察自陈疏

都采用相同格式: 首先开宗明义地指出上呈本封

自陈疏的目的和背景; 其次罗列自己的仕途履历

并陈述自己为官时所受到的礼遇; 之后指出自己

种种不适合继续为官的缘由，最后请求皇帝将自

己“先行罢黜”“以儆有位”。不难发现这种书写
体例与传统的天变自陈疏、灾异自陈疏并无明显
不同。其原因在于明代的京察自陈制度及其载体
自陈疏，本就是在成化四年时因天变而起。朝臣
之前并没有撰写这种特定公文的经验，只得借鉴

书写天变、灾异等自陈疏的传统模式，对京察自陈
疏进行书写。其先例既开，皇帝也没有明确表示
反对，是以这种体例便一直沿用。
其次是用语虚。每逢京察之年，四品以上官

员都数量可观，如果每位官员都撰写长篇奏疏，皇

帝显然难以在有限时间内详加阅读并予以批复，

这就要求官员自陈疏的篇幅不能过长。在本就有
限的篇幅当中，官员需要详细罗列有关京察自陈

诏令的圣旨并写出自己的为官履历，因之能够诉

说自己不职情状的文字自然很少。在少之又少的
文字当中，官员显然难以有针对性地说出自己的

“过失”所在，只能使用一些空洞无谓的词语来搪
塞过关。京察自陈疏由每位官员各书自己的境
遇，并未像部门公文一样有固定的用语规范。而
在官员的自陈疏中，不仅体例一致，用词相似度也

极高:“蒲柳”“涓埃”“犬马”等谦卑词语，在自陈
疏中被反复使用;而在行文的末尾，几乎官员无一

例外地强调只有自己才是最应“首当罢黜”的。
第三是感情虚。能够担任四品以上高位的京

官包括内阁辅臣、大小九卿以及都察院下属的巡
抚等官，自进士入仕并晋升至以上职务，除某些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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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特殊的个例而外，大多需要至少十数年的积淀

并经过多次激烈的铨选争夺。由此种途径脱颖而
出的官员，极小可能会甘于放弃通过历经艰辛而

获得的政治前途。因此，强令这些官员不分履任
状况如何，一概上疏主动请求被皇帝罢免，显然不

符合这些高级官员追求仕进的初衷。此外，在京
察制度尚不完善时期，京察多次因天灾而进行，但

地震、流星之类的自然现象与具体官员并无直接
联系，官员却要上疏陈述天灾因自身失德而起，这

显然也非官员本意。在京察制度确定后，甚至每
逢新帝登基也要进行考察，令官员自陈求去。面
对这些情况，大多官员也只能违心地请求罢斥。
以上种种原因，共同造就了京察自陈疏务虚的特

点。那么，明代官员是如何较为体面地书写这类
极为务虚的文本?

二、明代官员对京察自陈疏的书写
虽然京察自陈疏较为务虚，但值得注意的是:

京察自陈疏的阅读对象是皇帝本人，且必然能够

为皇帝所批阅。面对浩繁的奏启，皇帝或许会选
择性批复;而对于京察自陈疏，皇帝必须每封都予

以回应，否则官员便不能安心任职。以万历三十
九年( 1611) 为例，因万历帝不及时批复自陈疏及
京察有关的其他奏疏，致使“在京四品堂官、在外
四品巡抚、在南京满朝大小群臣，自春往夏，青衣
角带，气 象 萧 飒，悉 从 变 礼，非 复 汉 官 威

仪”［6］( P14)。是以京察自陈疏虽然篇幅较为简略，
但性质却格外严肃，官员在书写时因之异常审慎。
更值得注意的是:明代规定“大计计处者，不

复叙用，定为永制”［7］( P1723) ，在京察中被罢黜意味
着政治前途的彻底终结。而四品以上的京官大多
经历多次争夺才得以上位; 虽然他们必须在自陈

疏中表达乞休的意愿，却绝不表明自甘被黜。是
以官员在书写自陈疏时不得不经过巧妙构思，以

达到既能看起来诚心求去，又不至于真被罢黜的

目的，因此明代京官在自陈时充满了言不由衷。
绝大多数官员采用了“空发议论”的书写手

法。虽然在自陈疏中表示自己罪过深重以致难以
继续任职，但所说内容又多属无关痛痒之事。如
毛伯温 ( 1482—1545 ) 于嘉靖十八年 ( 1539 ) 自陈
称:“臣行年五十八岁，落齿已三，入仕三十二年，
效绩靡存。”［8］( P605)毛时为二品大员，五十八岁能
做到这一位阶并不算老，仅落三齿显然不足以证

明自己年力衰弱到不能任职的地步; 至于“效绩
靡存”更属过谦之辞，如果没有实际的政绩很难

做到这一职位。仅说这些无伤大雅的虚言，很难
构成被罢黜的理由。又如海瑞 ( 1514—1587 ) 自
陈“臣禀质庸愚，才猷浅薄; 感德之情无穷，报德
之才不称;言思供职，有负初心”［9］( P10) ，但对自己
如何“有负初心”却又只字不提。对于海瑞这样
以“道德模范”闻名的官员而言，或许确实没有过
犯，只得空发类似的无谓议论以图完成考察。
也有不少官员将先帝及当朝皇帝抬出用作护

身之符。在本就有限的自陈疏篇幅中，列举自己
的履历和“过犯”十分简略，却不厌其详地描述自
己于累朝所受之恩遇。如阁臣赵贞吉言: “仰赖
先帝圣明，察臣孤忠，罪止降用;至辛酉之秋，复蒙

先帝收录，”［10］( P349) 一再表明自己受到先帝的厚
恩。而毛伯温言: “窃念臣一介草茅，遭逢尧舜;
拔自下吏，荐跻大僚。两起闲废，遽躐华阶，且任
使逾涯，备役南北。虽涓埃靡试，而荣命屡颁。在
廷之臣，而臣受知为深，滥恩至厚，天泽地德，糜躯

难酧。”［8］( P672)则是感激当朝皇帝对自己的恩遇。
表面上看，朝廷大员叩谢先帝及当朝皇帝的恩典

本无可厚非，但实际意义却远不止此。一方面，这
些高级官员摆出为明廷服务数十年的经历，不难

显示出一种“苦劳”卓越的形象，在没有明显过犯
的情况下，皇帝显然不忍将其罢黜。另一方面，诉
说自己的累朝恩遇后，如果再被皇帝罢黜，岂非显

示出之前皇帝的用人失察? 不少官员便是通过这

种方式搪塞过关。
更有甚者，面对着官场的升迁及任职危机，借

用自陈乞休的机会来表达自己继续为朝廷效力的

强烈诉求。如郭应聘 ( 1520—1586 ) 在隆庆六年
( 1572) 自陈时说“臣年五十二岁”［11］( P32) ; 至万历
三年( 1575) 自陈时说“臣年五十五岁”［11］( P94) ; 万
历九年( 1581) 京察时说“臣年五十九岁”［11］( P113) ，
突然将年龄虚报两岁。其目的一目了然: 自己年
不足六十，与那些六十余岁甚至七十岁以上的大

员共同乞休，很难因年龄问题遭到罢斥。又如张
瀚( 1510—1593) 在隆庆三年( 1569) 的自陈疏中，
不断诉说自己任职两广之地的艰辛以及取得的成

绩，并 明 确 表 示“俞 允 犬 马 余 生，实 同 再
造”［12］( P22) ，如果诚心求退，又如何要求皇帝“俞
允犬马余生”? 可见表达自己继续为朝廷尽忠的
意愿才是其自陈时最大的愿望。
类似以上官员的书写方式不胜枚举。综合对

这些自陈疏的分析，不难发现官员在书写自陈疏

时很难表现出太多的真情实感，反而表露出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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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用这一较为明确的目的性。一个现实的问题
是:对于官员如此务虚的书写京察自陈疏这一普

遍行为，明代皇帝难道并不知悉?

三、京察自陈疏的上呈与下达
京察自陈制度运作的一般程序是: 京察届期

时，吏部向皇帝提出京察届期的咨文，由皇帝亲自

下达责令各官自陈的诏令; 而后吏部利用公文传

输系统，知会相应例该自陈的官员;各官员在收到

通知后，立刻开始书写自陈疏并送达御前。在京
的官员可以“亲赍奏闻”或是径自由会极门递入，
在外履任的京官则一概由属下的办事吏员携带进

京。这样既能确保自陈疏的保密性，也避免使用
官方驿递系统而增加行政成本。
在自陈疏送抵御前后，皇帝便立刻开始批览。

正如之前所说:官员的自陈疏极度务虚，而且不少

官员怀着留用的企图进行自陈疏书写，这给皇帝

的批复造成了不小的困扰。毫不夸张地说: 在很
多时候皇帝甚至需要将官员的自陈疏反过来看，

才能体会出官员的真实意图。张居正 ( 1525—
1582) 在万历初年的自陈无疑是这类文章的一个
范本。当时张居正恰处于主导改革的关键时期，
显然不愿离开朝堂，然而又不得不按例请求罢黜。
其在自陈时称: “臣性质闇昧，学术空疎，虽不敢
逞小智以紊旧章，而综理剧繁，力有不逮; 虽不敢

昵私交以树党与，而老成英俊，荐拔未周; 虽不敢

怙权势以便身图，而水旱贼盗之时闻，吏治民风之

未善，徒切忧惶，一筹罔效。是臣奉职无状之明
验，可见于此矣。”［13］( P467)看起来在诉说自己的不
职情状，而实际上却反映出自己在任上不仅综理

繁剧政务、荐拔人才，同时还整肃了吏治民风，将
其政绩要点夸耀无疑。另一大员万士和( 1517—
1587) 的自陈同样如此，其自述“中无定见，每一
临事，若履歧途，狐疑满腹”［14］( P442) ，看起来在对
自己的优柔寡断进行自我批评，而这恰好说明自

己在行政时既不固执己见、也不轻听轻信，而是审
慎听取各方意见，这无疑是官员的重要素质;又自

称“于 部 中 职 掌 条 例，随 手 抄 录，过 目 即
忘”［14］( P442) ，看似强调自己年力已衰，但作为部门
长官不仅细读法规，更为了防止遗忘而将法律条

文亲手抄录，这无疑说明了自己按制度履职的一

丝不苟。类似的笔法在明代的京察自陈疏中层出
不穷，这无疑给皇帝的批复造成了较大困难。
面对这些违心求去的自陈疏，明朝皇帝绝不

会每封都详加批复，而是结合耳闻目见并根据感

情亲疏的不同，仅对小部分官员亲拟批答。如万
历帝批复首辅赵志皋 ( 1524—1601 ) 自陈言: “卿
辅弼首臣，忠诚端慎，朕笃念老乘，素所倚任。虽
有微痾，旦晚即愈，宜益展猷，为赞成化理，不允所

辞。”［15］( P103)天启帝对左都御史赵南星 ( 1550—
1627) 的批复称:“卿职任总宪，介直清公，宜用心
甄别诸司以饬风纪，不允辞。”［16］( P593) 崇祯帝对户
部尚书毕自严 ( 1569—1638 ) 的批复言: “度支重
任，卿清慎练明，克称厥职，宜益抒猷率属，以裕国

计，不准辞。”［17］( P560) 这些批复虽仅寥寥数语，但
字里行间无疑表露出皇帝对臣子的宠信。但对数
量较为庞大的三品、四品京官，皇帝大多简短批复
“不允辞”三字而已。甚至仅此三字，在某些时期
也并非由皇帝本人一手书写，而是由阁臣拟定并

报皇帝批准。［18］( P602 － 604)

无论对自陈疏的最终批复究竟是出自皇帝亲

批抑或是阁臣票拟，只要皇帝最终签署意见并下

发吏部报备，京察自陈的整套流程便告结束。自
陈官员根据皇帝的批复或去或留，自陈疏的使命

也告完结。以常理言之，自陈疏作为上呈御览的
文本具有较高的保密性，这从前述官员进呈自陈

疏的方式已不难印证。然而不少官员却将自陈疏
附上皇帝的相关批复收入到个人文集当中。这种
行为看起来是感激皇帝的隆恩，而实际效果却是

官员借皇帝之口达到自我标榜的目的，这或许是

制度设计者和皇帝本人都未曾想到的。
结合明代皇帝对京察自陈疏的批复文字，以

及将部分三、四品京官自陈疏交由阁臣代批的行
为，有理由认为不少皇帝实际对自陈疏务虚的特

点有所了解:正因为如此，才导致他们并不愿对这

一不算诚恳的文本付出过多心力，而仅是简明扼

要地亲批数本以虚应故事。尽管皇帝如此漠视，
却绝不意味着相关官员就敢于马虎从事: 皇帝虽

不会对所有文本予以亲批，但通常都会稍加浏览，

万一自己的马虎自陈恰好为皇帝所注意，对相应

官员个人仕途的破坏力无疑极为巨大。但皇帝的
漠视态度也直接导致自陈制度难以达到裁汰官僚

的初衷:检索明代历次的京察记录，绝少有官员因

京察自陈而被罢黜。
例如自陈制度正式确定的正德四年 ( 1509 )

两京百余名四品以上京官中仅有八人因自陈被罢

斥，且其中六人为刚刚达到自陈最低品级的四品

官员。需要指出的是:以常理言之，每项制度在初
次施行往往会格外严格，否则便难以保证其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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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然而在严格执行自陈制度时裁汰人数尚且如

此之少，其后的玩遏因循可想而知。可以证明的
是:至正德十年 ( 1515 ) 京察时，无一人因自陈被
罢斥的记录。正德十六年 ( 1521 ) 因自陈而被罢
黜的高级官员极多，但这却是阁臣杨廷和打击政

敌的手段而非自陈制度的常态; ［19］而且在高级官

员被重新洗牌的情况之下，大量三、四品需要承担
具体政务的官员，即使受到言官考察拾遗仍全部

予以保留。［20］( P157)嘉靖六年“大礼议”仍在如火如
荼地进行，因此亦有户部尚书秦金、工部尚书赵璜
二人因自陈而被罢黜，但却给予极高的荣休礼

仪。［20］( P2295)而在政局相对稳定、权力结构调整完
毕的嘉靖十二年( 1533) 京察，再次无一人被黜落
的记录见诸史册。其后的京察也大体延续了这种
情况: 例如隆庆三年 ( 1569 ) 京察自陈，仅有二人
被罢黜; ［21］( P1603)万历十五年( 1587 ) 京察自陈，无
一人被黜落; ［22］( P60) 天启三年 ( 1622 ) 京察自陈，
仅有一人被罢黜。［23］( P1790) 京察每六年举行一次，
时间跨度本已很大; 而且每六年仅通过这种方式

罢黜极个别官员，同时高级京官除非政治斗争绝

少因京察自陈而去位，这一制度对官员的约束力

可想而知。毫不夸张地说: 京察自陈完全未能达
到其裁汰不职大臣以警醒小臣的初衷。
这一现象的原因不难理解。对于阁臣、七卿

等高级官员而言，由于可以在皇帝愿意的前提之

下时常与皇帝面相议事，君王因而对他们的情况

所知颇详，倘若果真德、才不配位，断不会等到六
年一度的京察自陈时才予以罢黜。而对于自陈官
员中比例最为庞大的三、四品京官而言，皇帝势难
一一周及，不得不委之阁臣代批;但京察通常被目

为任怨之事，既然连皇帝都如此玩忽，阁臣若非万

不得已及有巨大的利益可图，毫无必要为此担怨

从而为自己的仕途埋下隐患。
在进行以上探讨之后，仍有一个关键问题未

获解决:既然皇帝已经知道京察自陈疏的务虚性

质，同时也并不在该制度运作中罢黜官员，那么这

一制度何以长期存在? 是后之君王囿于祖制而不

敢轻违，还是这一看似效用有限的制度实则其用

大焉?

四、从京察自陈制度看明代中后期君臣关系
京察自陈制度早在成化年间即已发端，至正

德年间正式形成制度。即便从正德时开始计算，
该制度已经在明代中后期平稳运行了一百三十余

年;而清代统治者也长期沿用这一制度，直到乾隆

十七年( 1752) 才完全废止。［24］( P119)这项效用极为
有限的制度居然平稳运作了近三个世纪。
我们固然可以认为明代有遵守祖制的传统，

对于祖宗之法后世君主不敢轻易变更。但为何朝
臣当中，不论是如张居正般以改革闻名的官员，还

是如海瑞之类以清廉敢谏见诸史册的大臣，以及

如王守仁 ( 1472—1529 ) 般以学术和政绩著称的
臣子，都忠实地进行着自陈，而从未就该制度提出

过任何反对乃至修改的意见，就连相关的议论都

难寻踪迹?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京察自陈制度为皇帝和臣

子构筑了一条难得的信息交流渠道。诚如方志远
所指出:“自明宪宗成化年间开始，明代皇帝较少
视朝与面议，呈现出一种‘君门万里’的状
态。”［25］( P121)在这种君臣否隔的情形下，皇帝难于
了解高级官员结构的具体变化，官员也缺乏向皇

帝展示自己的机会。而京察自陈制度无疑弥补了
这种缺憾。
对皇帝来说，如何快速了解这些高级官员、向

他们宣示自己的恩威并把这些“先朝老臣”转变
为完全服膺于自己的臣子十分必要，而京察自陈

无疑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在明武宗正式将“六年
一察”的京察制度固定后的百余年间，除新帝登
基外，从未像明前期那样仅因天象异动或是制度

调整而非时举行京官考察。而明武宗之后的嘉
靖、隆庆、万历三帝，全部在登基之时专门进行京
察。通过京察自陈，皇帝可以了解到一大批自己
暂不熟悉的三、四品京官的详细履历、为政梗概，
而这些官员如果年龄、机遇合适，很有可能在稍后
的政局中发挥关键作用，了解这些官员的状况对

于皇帝来说尤为重要。而不论是新帝登基还是按
例京察，对皇帝来说完全可以比较体面地完成一

次权力微调;即使并未罢黜任何官员，也会对臣子

造成无形的威慑。通过京察自陈来保持自身的威
严，确定对官员的绝对掌控，无疑也是皇帝需要达

到的目的。例如嘉靖三十年( 1551) 京察时，兵部
尚书王邦瑞 ( 1495—1561 ) 、兵部右侍郎翁万达
( 1498—1552) 因自陈而被罢免，同一部门的尚
书、侍郎被同时黜落在整个明代京察制度史上都
极为罕见。但究其落职原因，并非二人触犯了考
察“八目”中的任何一款。王邦瑞因与其时深受
宠信的权臣仇鸾 ( ? —1552 ) 不合而被仇鸾多次
中伤，世宗因听信谗言而对王邦瑞产生反感情绪，

使得王邦瑞在京察自陈时落职; 翁万达同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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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考察自陈不职，上谓其无奋勉効力之忠，令革
职间住”［26］( P647)。二人皆无明显劣迹，且皆在日
后被重新起用，可见皇帝在自陈时罢黜官员，其意

不在惩治官员而在建立自己的恩威。
对官员而言，在“君门万里”的政治生态之

下，难得有和皇帝进行深入交流的机会。固然官
员可以通过上呈奏疏的方式以期获得皇帝的瞩

目，然而奏疏作为一种十分正式的文本，主要内容

集中于描述政事、时局的状态以及提出解决相关
问题的意见，具有较强的就事论事性。官员除了
告病、乞休等事项外，很难将有关自己个人的具体
事务向皇帝专门上疏请示。而一旦上疏告病或乞
休，对自己政治前途的影响不言而喻，这显然不是

锐于仕进的官员所愿为之事。而京察自陈制度，
无疑给官员一个充分向皇帝介绍自己状况的平

台。尤其是一些不为皇帝所熟悉的新晋京官。对
这些官员来说，使自己以公忠体国的形象进入皇

帝的视野尤为重要; 而京察自陈制度不仅可以使

自己的基本状况为皇帝所了解，官员还能利用这

一机会向皇帝表达自己的忠心以及继续为国效力

的决心。
总的来看，作为信息沟通的一种渠道、成为维

持君臣信息交流的重要纽带，同时作为君主树立

对高级官员人事掌控权的制度保障，是京察自陈

制度即使“看起来”效用不彰，却能够维持长久生
命力的关键所在。
五、结论:官员考察与君臣关系
本文的写作实际有两根主线贯穿其中。其

一，是以明代京察自陈疏作为文本载体对京察自

陈制度的运作流程予以探析，并以此呈现出京察

自陈的决策依据及决策过程。其二，是从京察自
陈制度难以较好实现“汰官邪，警有位”的初衷这
一问题出发，最终认为京察自陈制度更为深远的

目的在于作为君臣关系维系的重要纽带。通过对
京察自陈制度的分析，不难发现:无论是该制度的

运作流程抑或该制度所呈现出的效用，实际都从

不同的层面反映出当时君臣互动的具体情形。而
君臣互动仍不过是京察自陈制度运作的表现，通

过君臣互动来树立皇帝的恩威，从而形成皇帝对

文官集团的绝对掌控，才是京察自陈制度最大的

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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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used the data of income and expenditure of university endowment funds and that of university quality
of 2010—2013，and we found university endowment funds could help increase university quality． The net asset
showed positive effect on research，the amount of endowment was beneficial to education and social reputation，
expenditure on public utilities could improve research，and expenditure on wages of employees could increase
the education quality． We suggested that universities should build specialized recruitment institutions and en-
trust professional asset management companies of university endowment funds and regulate rules of the fund use
to make university endowment reasonable and effective．

Officials Inspection and Their Ｒelations with the Emperor
———Based on the Capital Officials’Self-inspection Memorial to the Throne in the Ming Dynasty

YU Jin-dong

( Department of Chinese Culture，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HongKong 999077，China)

According to the rules of the Ming Dynasty，the civil officials graded above the fourth level in the south
and north capitals should all be investigated every six years，which called capital official assessment． During
the capital official assessment，the senior officials graded above fourth level were endowed with the privilege to
resign by sending self-defense text in order to incarnate the preferential treatment for them． This article applies
the capital officials’self-inspection memorial to the throne as the carrier of research and demonstrates the dy-
namic ope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elf-inspection institution by systematically studying the characteristic，
writing method and circulation mechanism of self-inspection text． While exploring the decisive basis and proce-
dure of the officials investigation，we can find that the self-inspection institution worked as an information trans-
mission channel which played an crucial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eror and officials，although it
failed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weeding out incompetent officials． This was the key reason why the self-inspec-
tion institution could be steadily operated for hundreds of years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Qing Dynasty．

Journalists Identity and Writers’Novel Writing in Modern Times
———Taking Liang Qichao，Mao Dun and Zhang Henshui for Example

CHEN Yi-jun，LIN Ｒan

( School of literature，Shan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Hanzhong 723001，China)

Liang Qichao，Mao Dun and Zhang Henshui are vital figures in th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history． They
made remarkable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They shared the similarity that
their novel writing was influenced by the journalist identity． The important feature of modern Chines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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